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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学良入党问题，最早是通过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
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中，之后又于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刊布于《中共党史研究》等杂志上。这份引人注目的文献，是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明确讲：“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
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1]正是这封电报
中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当年似乎存在过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 

  由于上述文献的刊布，在相关的研究者中间迅速形成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上述文件中的说法不值得重视，毕竟张学良
只是蒋介石等人的“诤友”，而非敌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是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上的区别，张学良怎么可能
提出入党要求？因此，即使存在着中共中央的这种“通知”，它充其量也只是中共中央当年的一厢情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一电
报不仅证明了中共中央当年确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而且也证明张学良当年有过入党要求，甚至依据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不同寻常的关系，
以及少数活着的西安事变亲历者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共中央当年多半曾经发展过张学良入党。 

  由上可见，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张学良有无要求入党的可能？ 

 

  加入中共，首要的条件是要本人有入党意愿并提出入党要求。不相信张学良有入党可能的研究者，首先就是不相信象张学良这样的人有要求
入党的可能性。 

  张学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人所尽知。他是有“满洲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曾经是数十万东北军的统领，因愤于日本
军人暗杀其父、不甘作日本人的傀儡，1928年率东北军易帜，归顺蒋介石南京政府。之后，他紧随蒋介石，1929年发动中东路事件向苏联启衅；
1930年中原大战助蒋摧垮了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谨遵蒋令，力避冲突，结果不仅丢了东北老家，还
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蒋表现得忠心耿耿，不仅长期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而且明确认
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够资格做领袖，全力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因此，1933年张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35年又充任西北
“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连连与参予围剿中共与红军。[2]以张学良的地位、身份、思想及一贯表现，他似乎没有自愿加入中
共的道理。 

  但是，是不是凡是有张学良这种地位、身份、思想及表现的人，就没有自愿加入中共的可能呢？恐怕不是。当年曾企图倒行逆施，辅佐袁世
凯做皇帝的“四品京卿”杨度，地位不可谓不高，身份不可谓不特殊，思想及表现也不可谓不反动，然而曾几何时，不是也转变立场，秘密加入
中共了吗？[3]同为一方军阀，并且与张学良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也拥过蒋、剿过共，但有资料证明他也曾秘密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
求，并差一点儿就被吸收入党。[4]同样，也是在1936年，独霸一方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不也在那里一次次地写信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
王明，表示愿意加入中共吗？他在信中宣称：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在还没有成为督办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现在更是如
此。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5]由此可知，象张学良这样的人要求加入中共，未必就一定是不可能的。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要求入党？一种可能性在于，张学良受到过共产党的思想影响。1927年底杨虎城之所以会要求入党，是由于他在大革命
期间就与中共人员有密切往来，所受影响较多，大革命之后对国民党所作所为深感失望，因而一度愤世疾俗，寄希望于共产党。1936年盛世才之
要求入党，既是因为他作学生时正值“五四”时期，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是因为他控制新疆后为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用了相当一批莫斯科
派去的中共党员，思想上正处于激进亢奋，想一展宏图阶段，因而也不免有此愿望。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与杨、盛两人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因
为，张学良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一书中详细地告诉我们，张学良自从20年代末就知道
中共里面有能人，他虽然只接触和使用了少数共产党里面的被捕变节者，但却对这些人的学识和才干深感佩服，并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认真地读了
一些马列的书，了解了一点儿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张学良也因中国为强日所欺，东北为日寇所占，依靠国民党无力为其张目，指望列强
援助更是环顾无人，因而不得不把目标逐渐集中到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与日本有着深刻矛盾的苏联身上，相信只有求助于苏联才能帮助他实现
抗日复土之愿望。[6]这种情况导致他渐渐地开始估计：“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相信最后很可能要靠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7] 

  既然对共产党抱以好感和希望，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去信心，直至感到绝望，以致不得不寄希望
于共产党。张学良在1936年4月9日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时，就曾坦率地表示：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从表现上看，张学良在
这次会谈当中对蒋介石的态度表现得相当含混，一面表示“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一面承
认“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担心蒋会降日，因此已作好辞职另干，向西联络盛世才，争取苏援，在西北自成局面
的准备。[8]但实际上，根据这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的报告可知，张学良早在这次会谈之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
想倾向。刘鼎说明，张学良交给他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4月以前“他本人嘱某起草”，里面最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
主张，声称只要能实行这一主张，就能取得西北地区晋、陕、绥、宁、甘、新各省区，并争取河北与河南一部成为抗日基地，以红军为彻底抗战
的中坚力量，得到苏联和外蒙的帮助，并促进日本内部爆发革命，最终打回到东北老家去。他明确告诉刘鼎：这个小册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
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9] 

  具体考察张学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有联苏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倾向，为什么在延安会谈前“嘱某起草”“反蒋抗日”的小册



子，在延安会谈期间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却有意含混其辞，那不属于本文的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看出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对反蒋问题态
度上比较犹豫，也并不妨碍周恩来事后得出张学良有可能“抗日反蒋”的结论来。周恩来在会谈次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张学良“确有抗日
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一旦“蒋介石急（激）他，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彼即离蒋独干”。[10]而事实上，在延安会谈刚刚过
去两周之后，刘鼎就秘密报告中共中央称：经过延安会谈，加上他已感觉到蒋介石对东北军确有恶毒的布置，东北军内很多人也因此逼他，他已
经拟定了一个反蒋计划，准备一面努力训练手下的干部，一面抓紧做周围各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争取把东北军完全拿过来，控制西安至兰州大
道，牵延到11月就另立局面，“要干就彻底干！”[11]这说明，张学良确实早有反蒋倾向，经过延安会谈期间周恩来的劝说以后，他已经渐渐心
动，开始暗下决心要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了！ 

  既然张学良已有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打算，那么，他转而看好中共，并有加入中共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很明
显，加入中共本身，多半正是张学良决心联俄联共，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张学良入党问题有无事实依据？ 

 

  当然，注意到张学良相信中共能救中国，决心联俄联共、“反蒋抗日”，也还仅仅提供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逻辑可能性，它还并不意味着张
学良就一定会要求入党，或中共中央一定有过一个准备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其实，在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指示电公开之后，关于张学良
入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了，它根本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即是说，无论我们相信或不相信，都必须从事实上加以肯定或是否
定，而不能单纯地从可能与否去进行判断。 

应当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发表，已经提供了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的相当有力的事实根据。根据这一文献，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以下三点：第
一，根据电报中所谓“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一段话，不难判
断，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多半是由于张学良自己“愿意入党”而发生的，并非中共中央一厢情愿。第二，根据电报中“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
的通知”一句，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共中央曾经就接收张学良入党问题作出过一个大致的决定，并且专门通知了其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执
委会书记处。第三，根据电报中“我们感到特别不安的是，……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和关于“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
的盟友”等评论，我们同样可以确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通知后，对接收张学良入党问题事实上表示了异议。[12]  

  依据上述电报，认定存在过关于张学良入党问题这一事实或许并不为过。但考虑到在历史研究中通常流行的“孤证不立”的原则，为了使有
关这个问题的考证更加严谨起见，我们有必要举出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来为上述文献提供佐证。 

  据笔者所知，可以为上述电报中的说法提供佐证的至少还有以下两件文献。 

  其一是刘鼎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这是一封收译电断断续续，不十分清楚，只标明30日，连年代月份都没有标注的内容残缺不全的电报。
但是，仔细分析这封电报，仍可看到其中提到了这样一些情况：一是说明他虽连奉中共中央电召赴安塞开会，却因连日大雨无法成行。一是说西
南事变进入紧张阶段，北方韩复榘、宋哲元等实力派暗中串连，派代表前来西安想拉张学良入伙反蒋。从这两段可以推断出，这封电报应当是在
6月30日发出的。因为已知安塞会议召开于7月上旬，[13]西南事变进入高潮之时也恰在6月。另外多少可以看清的，就只有下面这几句话了，即
“日要我策划人材”，“日欲令我说韩”，“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几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电文中这个“日”指的是谁。考虑到刘鼎
这时是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代表，除与担任交通的中共人员保持经常联系之外，就只有和张学良关系最为密切了，可以想象这个
“日”所指的就是张学良。从电文内容分析也做此判断，因只有张学良才会要中共方面代为策划人材，韩复榘派代表来找张学良谈合作反蒋事，
自然也只有张学良才有权力要刘去与韩复榘派来的代表会谈。联系到上文所提到的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指示，要确认这个“日”字是张学良就
更是变得轻而易举了。因刘电这里所谓“日要求入我党耳”，正与共产国际电文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准备接收张学良入党的情况相互吻合。因
此，所谓“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翻译出来其实就是：张学良要求加入我党，并要求派人专人对其加以训练。 

  其二是以洛甫（即张闻天）的名义于7月2日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这封曾经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的电报，无疑
就是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中所提到的那封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电报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提出入党问题的经过和中共中央打
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具体考虑。电报称：东北军是一支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不同的军队，它一方面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无家可归，另一方面
因不得不附属于蒋介石之下，以致屡受排挤与削弱，得不到平等待遇。自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已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如今我们
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都要好过蒋介石，但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国际的援助无疑是决定性的条件。对
于国际援助问题，张学良十分重视。他几年前去欧洲时，就想到苏联去，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于是怀疑苏联仍记旧恨，并无帮助他的意
思。经过我们多方解释，特别是通过会谈、以及在军事行动和经济互助等方面对他表示了我们的诚意，他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
打通国际连络。他自6月下旬从南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
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考虑到张学良制造的中东路事件曾经给了苏联政府极其恶劣的印象，电报特别请求苏联方面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
任，强调与东北军的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发动的援助，对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即将发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电报中显然引述了前述刘鼎电报中所谈到的情况，除说到张学良要求中共中央加派领导人材去为其策划以外，还提到了华北韩复渠、宋哲元
正酝酿响应西南事变，和派代表来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反蒋的事。[14]这不仅说明此电确是在收到前述刘鼎电报之后紧接着即发出的，而
且也印证了前述刘鼎电报的时间确为6月30日。 

  根据以上所举三件文献资料，我们或许不难作出如下判断，即关于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确有事实依据。确切地说，张学良是在1936年6月底通
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的。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
出决定，准备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计划以后适当时机许其入党。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
产国际。 

 

张学良真的入党了吗？  



  

  张学良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那么，张学良是否曾经被发展入党了呢？相信张学良多半已经入党的研究者，除了
依据少数当事人间接的印象和判断之外，更多地是从以下两种情况中进行推断的。其一是共产国际电报到达的时间与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张学良入
党的时间之间相差一个半月之久，既然共产国际的电报晚到了差不多一个半月，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叶剑英、朱理治前去从政治上给张学良以
训练，当时又急需加强和巩固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谁又能担保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不会发展张学良入党呢？其二是中共中央领导人8月9日联
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截了当地称呼张学良为“同志”。信中除大段大段地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
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以外，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
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中共中央能够如
此坦率地提出西北成立“抗日反蒋”独立局面后，两军共同实行中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和土地经济政策的建议，表明张学良不仅在
“抗日反蒋”问题上，而且在中国今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上，都与中共取得了基本的一致。这也就难怪中共中央在信中明确讲：“八月个来的
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15]既然肯定双方政治上已“完全一致”，并成为“同志”，说张学良还没有被发展入党似乎不大可
信。 

  但是，仅仅依据上述情况，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张学良已经被发展入党的结论。即使是推断，严格说来也难以成立。 

  第一，通过前引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7月2日的电报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虽有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意图和计划，却并不是近期的任
务，只是“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从7月初至8月中旬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前后不过一个半月时间，这之间的无论哪一天，恐怕都算不上是中
共中央从7月初开始所计划的那个“将来”。 

  第二，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中，我们也可以清楚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其实还仅仅是一种意图与计划，并
非最后决定。电报在谈到张学良入党问题时，并没有使用“决定”之类的字眼儿，用的只是一个“拟”字，这说明，他们虽有接受张学良入党要
求，和发展张学良入党的打算，但仍旧在探询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得到其同意。考虑到此后颇得苏联好感的盛世才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问
题，中共中央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后派任弼时予以婉拒的情况，可知象吸收张学良这样一个曾经对苏联造成过重要伤害的中国头号军阀人物入
党，中共中央很难不征求共产国际的同意就擅自行事。毕竟共产国际这时仍是中共的上级指导机关，双方之间还保持着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
系。 

  第三，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内容看，中共中央要发展张学良入党，首先是要派其重要代表叶剑英、朱理治二人前去西安，对张学良进
行必要的帮助与训练。但直到8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函张学良时，仍表示“准备派”叶剑英和朱理治去西安。[16]这说明叶剑英和朱理治
8月中旬之前并未到西安。因此，中共中央最早派去西安的重要代表其实不是叶剑英和朱理治，而是从莫斯科回国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之
后，带着中共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前来作张学良工作的潘汉年。潘到西安的时间已是8月中旬。从前引潘带去的中共中央8月9日信的内容看，他
此行明显地也没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任务。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张学良是由这时中共中央派在其身边的刘鼎发展入党的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是因为，刘鼎虽颇得中共
中央信任，自3月底被召至张学良处工作，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张处，为争取张学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刘鼎1934年被捕
入狱，而后“经保释放”，[17]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狱中表现有所怀疑，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几度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对刘鼎要有所
戒备。尽管中共中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团的这种怀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变单纯依靠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情况。因此，
实际上刘鼎7月以后在张学良那里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而已。真正的中共中央代表，先是潘汉年，后是叶剑英。不仅如此，刘鼎
除7月初赴安塞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见面讨论过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以外，再未回过陕北苏区，其自安塞回西安后一个多月始
终靠电报和密信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在目前已发现的有关电报与密信中，也再未发现刘提到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所以说，由刘鼎来发展张
学良入党，于情于理都不大可能。  

  第四，既然8月9日前中共中央很少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可能性，把8月9日信开头的“同志”两字作为判断张学良可能加入中共的根据，就更
是明显地缺乏说服力。毕竟“同志”的称呼只能显示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与信任，而并不表明双方必定为同一组织中人。既然张学良本人有入党愿
望，中共中央又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吸收其入党，同时双方在“抗日反蒋”的大方针上不断取得共识，相互间的信任日益加强，中共中央冠以“同
志”的称谓，并非不合情理。事实上，即使在这封信里，除开头的“同志”两字之外，其他地方对张仍旧是象以往一样以“兄”相称。而在此之
后的双方来往电函也是一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已经接到共产国际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指示之后，它仍时而以“同志”相称，时而以“兄”字相
称。因此，8月9日信中的“同志”二字，不能理解为是张学良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象征。 

  综上所述，或可认为，关于张学良曾经被吸收入党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前既很少可能，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后就
更没有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否定了吸收张学良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而且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还否定了中共中央前此
与张学良密谋实行的“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与红军转而实行以南京政府为唯一谈判对手和主要统战对象的“联蒋抗日”的新
的统战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转而要求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
然，所有这些目前还仅仅是一种逻辑的分析。只有当相关的文献能够被发掘出来时，有关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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